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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 “边城” 建设到 “环海边城链”❋
———西亚北非城市带生成的历史源流

韩志斌 马峥嵘

摘 要：在西亚北非沿线地区存在一条若隐若现的丝路城市带。这些城市构成

了从北非沿海到西亚海滨的 “环海边城链”，甚至深入至中亚腹地。阿拉伯帝国的

边城起源可追溯至希腊化时期，受到了亚历山大希腊化城市、塞琉古商业—军事城

邦、帕提亚自治城市以及萨珊王城的影响。边城是随着阿拉伯帝国的征服运动、为

服务于帝国的军事扩张而出现的，其发展共分为两个阶段，即欧麦尔时期和奥斯曼

之后的伍麦叶哈里发时期。这些城市在丝路贸易的联结和地方政权的支持下形成了

一条横贯亚非大陆的城市带，由此构成了现代中亚、西亚和北非城市带的雏形和丝

路城市文明的起源。商旅和学者以沿线城市为基地从事跨境贸易和文化交流，使得

许多城市的经济和学术中心地位一直维持到现代，至今仍是所在国的历史文化

名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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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习近平主席在 “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开幕式上指出，“古丝

绸之路跨越尼罗河流域、底格里斯河和幼发拉底河流域、印度河和恒河流域、黄河

和长江流域，跨越埃及文明、巴比伦文明、印度文明、中华文明的发祥地”，而 “酒
泉、敦煌、吐鲁番、喀什、撒马尔罕、巴格达、君士坦丁堡等古城，宁波、泉州、
广州、北海、科伦坡、吉达、亚历山大等地的古港，就是记载这段历史的 ‘活化

石’”。① 这些被誉为 “活化石”的古城古港在东西方使节、商队、游客、学者、工

匠的互通有无、互学互鉴下各美其美，在实现不同民族、文明通商易货的同时也将

东亚、中亚、南亚、西亚和欧洲联结为一个整体，从而形成了一条古老的 “丝绸之

路城市带”。而在这条城市带以西的西亚北非地区，随着7世纪初阿拉伯帝国的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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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文为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中国历史研究院重大历史问题研究专项2023年度重大招标项

目 “中东史学通史 （五卷本）”（23VLS027）阶段性成果。
参见 《十八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下），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8年，第729页。



起，阿拉伯人在该地区兴建了大量兼具军事和商业职能的城市，从而将丝绸之路向

西延伸至大西洋海滨，形成一条横贯亚非大陆的 “西亚北非城市带”。① 这些由阿拉

伯人兴建的 “边城”构成了西亚北非城市带最重要的元素，并与东方的 “丝绸之路

城市带”相 辅 相 成、互 为 贯 通，由 此 构 建 了15世 纪 “地 理 大 发 现”（Ageof
Discovery）以前人类文明最庞大的物质文化交流网络，有力地促进了不同民族、宗

教和文化的交流与彼此影响。因此，探究这些古代丝路城市文明的起源与早期发展，
有利于深入理解丝路文明的深层结构和内在本质。

“边城”② 的阿拉伯语名称是 “米斯尔”（mis.r），专指阿拉伯军队在征服地区修

建的驻军城镇。③ 恩格斯指出，城市产生于第三次社会大分工，即商业和其他产业

的分离推动的城乡分离，因劳动者出于对 “保护财产、增加各成员的生产资料和防

卫手段的关心”而自我组织为一个 “联盟”，并以 “几个部落通过契约或征服联合为

一个城市”的途径形成了带有奴隶制色彩的私有制。④ 边城的出现使新生的阿拉伯

政权建立了明确的基层机构和成熟的集权秩序，从 “一个由部落联盟演变而来的超

级部落”转型为帝国，并在之后由部落主导的征服运动中使帝国的 “公共秩序”逐

渐异化为某一以边城为权力基础的利益群体 （如伍麦叶家族和阿拔斯派）的 “特殊

秩序”，导致帝国治权从正统哈里发时期长老协商的 “公天下”让位于伍麦叶王朝以

后家族承继的 “私天下”，对阿拉伯人的族群认同、帝国的政治建构和中东地区的社

会变迁产生了深远影响。

7世纪初，阿拉伯帝国发动了对外征服运动，但帝国军队主要由阿拉伯半岛的

部落民构成。为了安置这些部落移民及其家眷，自第二任哈里发欧麦尔统治时期

（634—644）便在伊拉克、埃及等地建立新城，这一宏伟的工程一直持续至伍麦叶王

朝 （661—750）。在这百余年的漫长时间里，帝国在西起大西洋海滨的马格里布、东

至中亚河中地区的辽阔地域内建造了诸多城市，构建了一条横贯亚非大陆东西的城

市带，而这种兼具政治、军事、经济和文化职能的 “边城体系”，为日后帝国的统治

以及当地经济的发展打下了坚实的基础。特别是在地中海东岸、南岸打造的 “环海

边城链”，将安纳托利亚、黎凡特、埃及和马格里布完整地嵌入在一条珍珠链式的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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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城市有：北非的苏伊士、亚历山大、杜姆亚特、福斯塔特、凯鲁万、马赫迪耶、
提亚雷特、非斯等；西亚的伊斯法罕、库法、巴格达、巴士拉、巴尔米拉、霍姆斯、
阿勒颇、大马士革、耶路撒冷、拉姆拉等。
伯纳德·路易斯：《中东两千年》，郑之书译，北京：国际文化出版公司，2017年，第

56页。

NezarAlSayyad,Cairo:HistoriesofaCity,Cambridge& Massachusetts&London:
TheBelknapPressofHarvardUniversityPress,2011,p.42.
参见恩格斯： 《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北京：人民出版社，2018年， “编者引

言”，第9页；马克思、恩格斯： 《德意志意识形态 （节选本）》，北京：人民出版社，

2018年，第12—13、51页。



形滨海城市带中，为帝国在地中海区域的征服提供了必要的军事基地。但随着750年

阿拔斯王朝的建立，帝国的政治中心从叙利亚东移至伊拉克，边城的军事职能最终被

经济和文化职能所取代，东地中海区域的 “环海边城链”逐渐走向衰落。但横贯东西

的边城体系将陆上丝路联结了起来，并在帝国的保护和经营下推动了沿线城市的繁

荣，许多城市 （如亚历山大、撒马尔罕等）演变为经济和学术中心并留存至今，为现

代西亚北非城市带的形成奠定了基础，成为记录丝绸之路城市的 “活化石”。
阿拉伯世界对相关主题研究聚焦三种类型：一是分析 “边城”与一般城市的异

同点。伊本·赫勒敦对边城有别于一般城市的军事职能进行区分，将前伊斯兰时期

与伊斯兰时期的城市皆统称为 “艾姆萨尔”（即 “米斯尔”的复数），并着重对游牧

民与城市的互动进行了深入分析。① 二是关注 “边城”概念的多维解释。古典伊斯

兰地理学家伊本·法基赫和麦克迪西强调了边城的政治地理含义，指出边城是统治

者用以统治地方州省的大型中心城市，并具备完善的管理州省的行政、财政机关

等。② 三是重视边城的文化影响。艾哈迈德·爱敏详细阐述了阿拔斯王朝及其晚期

由部分地方政权控制的学术城市的文化事业发展，如希贾兹的麦加和麦地那、伊拉

克的巴士拉、库法和巴格达、埃及的福斯塔特、伊朗的雷伊和伊斯法罕、呼罗珊与

河中地区的尼沙普尔、马格里布的凯鲁万、马赫迪耶、提亚雷特、锡吉勒马赛和非

斯，同时对这些城市的外观结构、建造背景、历史影响等也略有提及。③

与阿拉伯学者相比，西方学者对边城的研究则更为全面，并且重视分析边城在

征服运动期间所展现出来的军事职能和政治影响。H.A.R.吉布和 M.A.沙班立足

于驻军城镇对阿拉伯移民认同的影响，认为后阿拉伯征服时期驻军城市内的阿拉伯

移民和定居化运动打破了古老的家族和宗族结构，产生了 “阿拉伯人”的身份认同

以及部落模式的组织形式，由此形成了超血缘的 “阿拉比亚部落联盟”。④ 丹尼尔·
弗兰克提及了驻军城市在环地中海区域的建造理念和布防格局。⑤ 但总体而言，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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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eiden:E.J.Brill,1995,pp.4-6.



方学者对边城的研究更多是以阿拉伯帝国征服运动为背景，多局限于城址选择、城

建结构等方面。相对而言，马歇尔·霍奇森将边城视为阿拉伯帝国体系和部落秩序

建构的一个不可忽视的因素，并对边城的军事用途、财政来源及其对部落社会的影

响和与帝国统治的关系有着非常详尽的研究。① 艾拉·M.拉皮杜斯从地缘文明的角

度指出，横贯东西的边城带消弭了 “海洋”（地中海）和 “大陆”（中东大陆）间的

边界，将中东地区首次整合为一个完整的政治、经济、文化共同体，为阿拉伯帝国

在该地区的统治打下了坚实的基础。②

国内学者相关研究寥寥。有学者阐述阿拉伯帝国的经济制度时，曾以 “城市”

为专题对边城的建造历史和经济作用进行了详细的研究，并同中世纪西欧的行会城

市进行对比。还有学者阐述了 “军事城镇”的发展历程，分析其空间结构和建设逻

辑，并指出 “伊斯兰城市文明”的创设为伊斯兰文明的兴起和阿拉伯帝国的统治作

出了卓越的贡献。③

总体而言，中外学者普遍关注边城在阿拉伯帝国体系和部落秩序建构中的影响，

却忽视了边城在伍麦叶王朝时期的环地中海区域已经形成了非常完善的 “珍珠链”
式军事城市体系，这种军城体系成为当今西亚北非城市带生成的源流。本文在国内

外相关研究的基础上，探究边城的起源，梳理从边城的建设到 “环海边城链”的创

建、再到 “边城体系”形成之间的发展脉络，并阐释其历史演进对西亚北非城市带

生成的重要影响。

一、从希腊化城市到王城：“边城体系”的源流

关于边城的起源，国内外学术界当前尚无深入研究和明确定论。马歇尔·霍奇

森曾简略地提及，阿拉伯人在征服伊朗后最初是将 “驻军城镇”的理念应用于萨珊

王朝的首都泰西封 （Ctesiphon），但未能成功，之后才转而改建被征服地区的既有

城市或另外建设新城。④ 由于 “边城”在阿拉伯语中与 “城市”同义，因此阿拉伯

学者通常不对边城和普通城市进行区分，皆称为 “米斯尔”。有西方学者认为，阿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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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slam,ChicagoandLondon:TheUniversityofChicagoPress,1974,pp.208-2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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效梅：《中东中世纪城市的产生、发展与嬗变》，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年，
第22—23、26—32页。

MarshallG.S.Hodgson,TheVentureofIslam,Volume1:TheClassicalAgeofIslam,
p.208.



法哲·本·哈尔塞迈·巴里基 （约598—654年）是阿拉伯帝国第一位建设边城的征

服者，但目前尚无确切资料能够证实这一观点。据伯拉祖里记载，阿拉伯人征服了

伊拉克后，随着阿拉伯人的大量涌入，都会摩苏尔得以迅速发展，城内除了阿拉伯

远征军的军营和基督教堂外，还建有犹太人的教堂和住宅区，因此欧麦尔为防止摩

苏尔瓦利欧特白·本·法尔盖德·苏莱米势力坐大，便任命阿尔法哲取代欧特白接

任摩苏尔瓦利，阿尔法哲上任后大量迁入阿拉伯人，并因行政需要而建造了清真寺，
进而对摩苏尔进行设计和重建；① 由于哈里发对边城的瓦利采取了调岗制，因此阿

尔法哲在被调离摩苏尔后又在底格里斯河东岸的一处只有两座基督教堂的小村庄建

造了一座新的边城，并命名为 “哈迪塞·摩苏尔”，意为 “新摩苏尔”，而阿尔法哲

建造的这些边城也成了阿拉伯人征服与统治杰齐拉、亚美尼亚和阿塞拜疆的军事基

地和补给站。②
关于中东地区的边城建设，最早可追溯至亚历山大东征所开启的 “希腊化

时期”。
第一，亚历山大在东方建造的 “希腊化城市”是阿拉伯边城的雏形。由于马其

顿人在他们创立的希腊化世界中只是人数极少的统治民族，他们要想有效管理从东

地中海到印度河如此广袤的多民族地区，广建城市是唯一可行的治理捷径。由此希

腊文明也是典型的 “城市文明”。③ 公元前331年，亚历山大在埃及尼罗河三角洲亲

自规划建立了第一座以他命名的亚历山大城 （Alexandria）。④ 此后，他在西起埃

及、东至阿富汗的辽阔地域内建造了数以百计的城市。这些城市不仅维系了亚历

山大的统治，同时也为后世留下了宝贵的政治、经济和文化遗产。这些城市在希

腊化时期得到了修缮和维护，如亚历山大、安条克、撒马尔罕、巴勒赫等政治经

济重镇甚至还保留至伊斯兰时期，在阿拉伯帝国的统治中仍发挥着重要作用。
第二，亚历山大之后的希腊化政权对希腊化城市进行继承和发展，这是阿拉伯

边城源流的第二阶段。公元前323年亚历山大暴亡，其帝国在已建城市的基础上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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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希特·哈塔卜： 《征服伊拉克和杰齐拉的将军们》，开罗：墨笔出版社，出版时间

不详，第36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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裂为马其顿的安条克王朝、埃及的托勒密王朝和西亚的塞琉古王朝，其中塞琉古王

朝及其后继者帕提亚帝国在西亚地区又兴建了众多新城。例如塞琉古人在伊朗兴建

的城市主要被划分为三个城区：军营、乡村军事驻地或古代城市中心、宗教社区，
而塞琉古王朝通常会将一些特别重要的城市视为 “盟友”，并赋予其高度的自治

权。① 塞琉古人将位于幼发拉底河上的杜拉欧罗普斯城 （Dura-Europos）从乡村军

事驻地转变为军事性质的城邦。到了公元1世纪，该城邦已发展为一座商业城市，
其财政收入完全依赖转口贸易和商队课税。在帕提亚时期，杜拉欧罗普斯城是地中

海世界与东方进行转口贸易的商业枢纽之一，其人口结构极其繁杂，有叙利亚人、
巴比伦人、纳伯特人 （前伊斯兰时期的一支阿拉比亚部落）、犹太人、马其顿人、希

腊人、阿拉伯人和伊朗人。② 由此，这些自治城市通过向帕提亚帝国缴纳一定数额

的贡赋而与中央政府形成了松散的联盟关系。③ 萨珊王朝延续了塞琉古王朝的城邦

体系，第一任沙王阿尔达希尔一世 （224—240年在位）在伊朗各地建造和重建了8
座城市，并以自己的名字命名。④

第三，萨珊时期的王城在继承塞琉古城邦和帕提亚自治城市的基础上，成为阿

拉伯边城的前身。由于帕提亚帝国的自治城市大多分布在靠近东地中海的西部地区，
这些地区因远离中东大陆帝国的政治中心而具有一定的独立性，因此萨珊王朝在这

些自治城市之外又建造了 “王城” （royalcities），用作帝国在新征服地区的驻军总

部，后来则演变为新成立的行政中心，专门负责这些地区官员的居住事宜。由于王

室领地之外的大量土地皆由大地主和地方豪族控制，沙王没有直接控制权，而这些

私人领地的田赋也是间接地向国库缴纳，因此为了扩大王室领地和加强中央集权，
前两任沙王阿尔达希尔一世和沙普尔一世 （240—270年在位）在征服了杜拉欧罗普

斯城后便对该城的市政组织进行了彻底的改革，并设立了 “沙赫拉卜” （shahrab）
一职来管理该城，并负责将该城的税收直接运送至中央。当萨珊军队攻占了塞琉西

亚后，将该城改建为王城并更名为 “韦阿尔达希尔”，此后，韦阿尔达希尔逐渐取代

了杜拉欧罗普斯城。此外，沙王将王城周边的乡村全部划归帝国的管理范围，从而

形成了以王城为中心的王室领地。根据早期萨珊铭文的记载，萨珊沙王的领地被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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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 “达斯特卡尔特” （dastkart），因此，王城数量与沙王领地同步增长。据铭文显

示，阿尔达希尔一世在伊朗西部仅建造了3座王城；而沙普尔一世即位后，为了扩

大沙王的私产来源，又建造了15座王城。这些王城由中心城市和周边区域构成，归

中央政府任命的沙赫拉卜管理，故而不同于塞琉古和帕提亚时期的自治城市与中央

政府之间是松散的联盟关系，萨珊王朝的王城是建立在由沙王直接统治的私人领地

达斯特卡尔特上，这就意味着王城实际上是沙王的私产。① 因此，王城并不具备自

治城市那样 “自由”的商业秩序，其发展完全取决于沙王的个人意志。以王城为基

础的 “沙赫拉卜制”是对帕提亚时期城邦体系的继承和发展，该制度构成了萨珊王

朝前期帝国体系中最重要的一个元素。②
第四，萨珊王朝带有强烈集权色彩的王城体系奠定了阿拉伯帝国边城的根基。

英国古典学者塔恩认为，帕提亚时期的总督辖区 （satrapies）是对塞琉古时期的州

（eparchies）的继承和发展。据资料显示，在帕提亚时期的帕提亚、马尔吉亚纳等沙

赫尔 （shahr，相当于 “州”）的中心地区，其行政组织在表面上已与早期萨珊铭文

的记载高度相似。根据贝希斯敦的戈塔尔吉斯浮雕上的铭文显示，帕提亚时期还使

用了 “大总督” （satrapofsatraps）头衔。这些机构和头衔一直沿用至萨珊时期，
其发展与王室领地的扩张有着密切的联系，但可能随着萨珊王朝集权体制的确立对

自治城市以及苏萨等半独立王国造成了严重的破坏，这些机构和头衔到4世纪时就

已消失了，转而被萨珊王城及其附属机构所取代。③
由此观之，从亚历山大时期的希腊化城市，到塞琉古时期的商业—军事城邦，

到帕提亚时期的自治城市，再到萨珊时期的王城，前伊斯兰时期的中东军城建设呈

现出一脉相承的发展特征。总体而言，塞琉古王朝和帕提亚帝国因尚未褪去 “希腊

化时期”遗留下来的历史记忆，故而较多地继承了古典希腊和亚历山大时期的城邦

体系，城市在军事和经济层面都保留了相当程度的自治性，并通过向帝国缴纳一定

数额的贡赋而与帝国结成了松散的联盟关系。相对而言，帕提亚自治城市的自治程

度要低于塞琉古商业—军事城邦，帝国在继承了塞琉古王朝的 “州”级地方行政单

位的基础上设立了总督辖区和沙赫尔，并由帝国委任的总督来管理，使自治城市在

一定程度上转变为帕提亚帝国的一部分；而萨珊王朝则在帕提亚帝国的基础上构建

了更加完善的集权秩序，在普通城市之外又建造了帝国在新征服地区的驻军总部，
并在承平时期逐渐将这些驻军总部改建为沙王的私有地产，即带有波斯帝国色彩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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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城。与自治城市相比，王城的集权化程度更高、覆盖领域更为辽阔、秩序分工更

为系统、制度设置更为成熟，由此构建了完善的 “王城体系”。
伊斯兰时期的许多边城都是改建自萨珊王朝的王城，例如费雷顿·阿瓦尔扎曼

尼记载了43座由萨珊沙王建造的王城，其中31座在伊斯兰时期仍然使用且被更改

为阿拉伯式的名字。此外，由于阿拉伯帝国在征服伊朗后吸收了大量原萨珊王朝的

官僚，因此在行政体制等方面保留了诸多波斯色彩，① 例如行州制 （wilāyah）和

总督辖区 （viceroyalty）、瓦利 （wālī，相当于州长）和埃米尔 （amīr，相当于总

督）、税务长 （s.āh.ibal-kharāj）和嘎迪 （qād.i，即宗教法官），与塞琉古、帕提亚

以及萨珊时期的州和总督辖区、沙赫拉卜和总督、哈玛尔卡尔和法官完全一致。因

此，阿拉伯帝国的边城起源可追溯至希腊化时期，其构建和发展深刻地受到了亚历

山大希腊化城市、塞琉古商业—军事城邦、帕提亚自治城市以及萨珊王城的影响，
并对前伊斯兰时期的军城进行继承和改造而形成。

二、“四等人制”与欧麦尔时期的边城建设

边城是随着阿拉伯帝国的征服运动、为服务于帝国的军事扩张而出现的，其

发展共分 为 两 个 阶 段，即 欧 麦 尔 时 期 和 奥 斯 曼 之 后 的 “伍 麦 叶 哈 里 发 时 期”
（Umayyadcaliphate）。欧麦尔时期是边城的形成期，这一时期边城的建设和帝国

诸体制的设置皆处于初创阶段，因此很多方面均保留了浓厚的半岛部落体系残余，
帝国体系的构建尚不成熟。但欧麦尔在发动扩张的同时亦对拜占庭帝国和萨珊王

朝的体制进行借鉴和吸收，为阿拉伯帝国的行政系统和边城的秩序设置奠定了基

调。他们全盘借鉴了萨珊王朝的行政区划和迪万制，在部落认同的基础上融合了

希腊—罗马城邦的 “公民”和萨珊王朝的种姓制度创立了 “四等人制”，借鉴萨珊

王朝的宗教法官设立了边城的 “嘎迪制”等，帝国海军也是在欧麦尔时期发展

起来的，穆阿维叶等叙利亚瓦利参照拜占庭帝国的海军建制创建了阿拉伯海军，
从而为后来 “环海边城链”的构建创造了必要条件。总体而言，欧麦尔时期的

边城建设客观上为正统哈里发国的覆灭和伍麦叶人等 “部落战士”群体的崛起

埋下了隐患，但同时也对后来伍麦叶王朝 “边城体系”的形成产生了极其深远

的影响。
从词源来讲，“阿拉伯”是一个地理概念而非族群概念，与 “沙漠”同义，直到

公元前3世纪，该词才用于称呼阿拉伯半岛的居民，但主要指的是赛伯伊、麦因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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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德拉毛等部落王国的国民。① 因此西方人将前伊斯兰时期的阿拉伯半岛称为 “阿
拉比亚”（Arabia）。而麦地那国家的建立将半岛部落聚居区纳入了其统治范围，部

落在统一的政治共同体内逐渐衍生出了同一族群共同体思维，即 “阿拉伯人”。这种

以 “阿拉伯人”为基础的族群认同实际上是对前伊斯兰时期宗派思想的继承和发展。
“四等人制”的四个等级是根据个人的族属血统和宗教信仰来对其政治身份进行划

分，并依据此制度来规定不同等级的民众应缴纳的税额。这四个等级②分别为：
第一等级为阿拉比亚穆斯林 （ArabianMoslems），即信仰伊斯兰教的阿拉伯人。

该群体主要源自阿拉伯半岛，尤其以哈里发家族和征服者的贵族为尊，因此在权力

和战利品的分配上享有绝对的支配地位。该群体虽在帝国人口中居绝对少数，但构

成了统治阶级和精英集团的主体。
第二等级为非阿拉比亚穆斯林，即改宗伊斯兰教的新穆斯林 （Neo-Moslems），

亦称 “麦瓦利”（mawālī）。根据伊斯兰教的平等理念，该群体在理论上与阿拉比亚

穆斯林享有平等的权利，但由于帝国奉行带有宗派色彩的 “阿拉比亚沙文主义”
（Arabianchauvinism），因此帝国不仅拒绝赋予麦瓦利与阿拉比亚穆斯林对等的权

利，而且禁止非阿拉伯人皈依伊斯兰教，从而维持其非穆斯林的身份来征收土地税

（kharāj）。随着阿拉伯人同其他族群的相互融合，到了第七任伍麦叶哈里发苏莱

曼·本·阿卜杜勒·麦利克时期 （715—717），以波斯人和柏柏尔人为主体的麦瓦利

在数量上已经超过了阿拉比亚穆斯林。
第三等级为齐米人 （Dhimmī），包括同属亚伯拉罕诸教的犹太教徒、基督徒和

萨比教徒。齐米人需要缴纳人丁税来换得伊斯兰帝国对其信仰的包容和安全的保

护。③ 通过缴纳人丁税，齐米人构成了高度自治的社会群体，不仅免服兵役，而且

有权在其社区内自行征课赋税、自行设立法律、自行审理诉讼、自行选择宗教信仰

和领袖。④

第四等级为奴隶。由于伊斯兰教并未否定奴隶制，因此阿拉伯帝国除了延续前

伊斯兰时期经由战争俘虏将自由人转变为奴隶的方式，还通过贩卖的途径从帝国之

外获取奴隶。根据帝国律法，奴隶的身份会自动世袭。奴隶贸易在阿拉伯帝国极其

盛行，甚至构成了财政收入的重要来源。
阿拉伯帝国通过 “四等人制”这一制度性安排明确了 “阿拉伯人”的边际和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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义，并通过伊斯兰秩序为 “阿拉伯帝国”赋予了政治合法性，从而为阿拉伯人的定

居化以及实施族群隔离的边城建设打下了制度基础。因此，“四等人制”的设立是重

新运用半岛部落政治的原理，在血缘连带的基础上经由制度性的安排，创造出一个

以地缘为连带的新型社会集团，以巩固帝国的统治。

634年，新即位的欧麦尔对外开启扩张运动。但帝国脆弱的财政尚无力承担用

于扩张的成本，于是帝国便将扩张的主动权交予半岛部落，通过许诺向部落分配现

金、武器、贵金属、牲畜、俘虏等战利品来鼓动其参与远征，使其作为帝国扩张的

行为载体，进而借助部落的替代性扩张间接地建立对被征服地区的统治。但欧麦尔

担心外迁部落与其他族群通婚会淡化其阿拉伯血统，所以要求外迁部落民必须携其

家眷尽数迁出。随着帝国疆域的迅速扩大，这些外迁部落便日益成为帝国统治的隐

患。于是，帝国严格要求外迁部落民以部落为单位划分住区，并居住在原有的或新

建的特定城市，这些城市逐渐成为帝国与部落在中东地区的军事和政治中心，即

边城。
阿拉伯帝国的边城建设有两种类型：一是直接对原有城市进行改建。这些城市

多为拜占庭帝国和萨珊王朝时期遗留下来的古城，如约旦的苏尔、阿卡，叙利亚的

西顿、比布鲁斯、阿勒颇，沙姆的霍姆斯，伊拉克的摩苏尔、安巴尔、泰西封、侯

勒旺、阿因·塔姆尔，埃及的亚历山大，利比亚的的黎波里以及呼罗珊与河中地区

的木鹿、雷伊、巴勒赫、布哈拉、撒马尔罕、伊斯法罕、加兹温、尼沙普尔等，此

外还包括前伊斯兰时期从阿拉伯半岛迁出的部落建造的城市，如加萨尼王国的都城

贾比耶和莱赫姆王国的都城希拉。二是新建城市。选址为阿拉伯人在被征服地区的

战略要地或枢纽地带，如巴士拉、库法、福斯塔特等。新城一般建在靠近沙漠的边

缘地带，目的是起到进可攻击农耕地区、退可游击于沙漠瀚海的军事效果。① 亚历

山大作为帝国向北非扩张的军事要塞，共设有四座大门，即通往马格里布的西德拉

门以及拉希德门、伯赫里门、艾赫达尔门。② 福斯塔特位于尼罗河三角洲的顶端，
被建造为埃及的首府并作为帝国向西扩张的总指挥部。伊拉克的库法和巴士拉是帝

国向东扩张的基地，其中库法邻近莱赫姆王国的旧都希拉，巴士拉位于沙漠与波斯

湾的港埠之间。大马士革位于叙利亚的核心区，由该城向西北进军可威胁拜占庭

帝国。
欧麦尔建造边城原因亦有二：一是安置外迁部落民的政治需要；二是避免外迁

部落与其他族群的融合稀释其阿拉伯血统。随着帝国的版图急剧扩大，帝国的族群

构成由单一的阿拉伯人变成了包括希腊人、罗马人、犹太人、波斯人、柏柏尔人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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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rshallG.S.Hodgson,TheVentureofIslam,Volume1:TheClassicalAgeo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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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 《伊本·白图泰游记》，马金鹏译，北京：华文出版社，2015年，第11页。



在内的多族群，作为族群主体的阿拉伯人反而成为少数。① 族群结构的变化导致了

统治根基的动摇和社会凝聚的削弱，故而帝国在边城的建造和治理逻辑中严格

贯彻了 “四等人制”，使外迁部落民以独立的征服阶级身份同其他族群区隔开

来，并由帝国统一向这些部落民分配战利品，而这些由部落民组成的征服阶级

被称为 “部落战士”（muqātilah）。边城内的部落民根据其部落所属来划定住宅区

（h.ārah）。② 根据14世纪摩洛哥旅行家伊本·白图泰的记载，巴士拉被划分为三大

城区 （mah.allah），分别是由部落谢赫 （长老）管理的胡宰勒区、赛义德 （宗教贵

族）管理的哈拉姆区 （即宗教禁地）和非阿拉伯人居住的阿哲姆区。③ 由此以阿拉

伯穆斯林社区为中心，边城形成了内城与外城相结合的二元结构———内城以军营为

核心，由部落战士定居；外城由工匠、商人等职业群体构成的原住民定居，以服务

于内城的部落战士。④ 根据欧麦尔的规定，部落战士及其家眷皆被限制在特定的城

区内，不得与非阿拉伯人接触，以此来保证阿拉伯人血统的纯正。通过井然的城区

划分，帝国严格地将阿拉伯人与其他族群隔离并分割在不同的城区内，欧麦尔成功

地利用这一策略稳定了中央与地方边城的关系，但同时也为日后伍麦叶人的崛起埋

下了隐患。⑤
伴随着外迁部落的定居和边城官僚系统的确立，边城的财政制度也逐渐完善。

阿拉伯人征服伊拉克后，帝国便首先控制了作为重要农业区的赛瓦德并收归为国有

土地，因此部落民不能随意占有和买卖伊拉克的土地，只能依靠帝国发放的薪俸来

维持生计。外迁部落的薪俸分为两种形式，一种是现金 （‘at.ā’），另一种是油、小

麦等实物 （rizq）。薪俸每年发放一到两次，在边城的市中心领取，因此阿拉伯帝国

又设立了 “迪万”（dīwān，相当于财政局）⑥ 这一机构来管理领取者的身份登记和

薪俸发放事务，进而加速了帝国行政组织的建制化。由此，大量部落民为获得薪俸

而积极涌入边城，推动了边城的崛起和部落民的定居，为阿拉伯帝国体系的顺利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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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anielFrank,ed.,TheJewsofMedievalIslam:Community,Society,andIdentity,p.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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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的，由此可以看出，边城内的非阿拉伯人实际上是处于与阿拉伯人相隔绝的自

治状态。参见 《伊本·白图泰游记》，第105页。

BernardLewis,TheMiddleEast:ABriefHistoryoftheLast2,000Years,pp.56-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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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slam,p.212.
迪万是波斯帝国的行政机构，于欧麦尔时期被引入阿拉伯帝国并设立了 “军事财政局”
（dīwānal-jund），负责登记麦地那军队及外迁部落民的信息以支付薪俸，不久该机构

便推行至巴士拉、库法和福斯塔特等边城。参见B.Lewis,Ch.PellatandJ.Schacht,
eds.,TheEncyclopaediaofIslam(NewEdition),VolumeⅡ:C-G,p.323.



建和政局的迅速稳定创造了有利条件。①
欧麦尔时期的边城是阿拉伯帝国大征服的结果，由于这一时期正处于帝国的建

立和扩张之初，因此边城的行政系统和治理逻辑都不成熟，很多方面仍保留了原始

的贝都因部落元素。概言之，这一时期的边城建设主要呈现出四个特征。
第一，浸染了部落主义的精神底蕴。尽管诸多边城都是直接或间接地继承了希

腊化政权的城邦和萨珊王朝的王城，但这一时期的边城无论是在建设逻辑还是形式

层面都保留了浓厚的贝都因部落色彩。按照 “四等人制”对不同血缘和信仰的族群

进行严格的识别，并通过大量安置部落移民来推动征服地区的阿拉伯化，② 都是前

伊斯兰时期半岛部落的宗派思想和对外迁徙的规律在帝国阶段的延续。
第二，显示出阿拉伯 “平等型”部落的特征。③ 边城的建设过程往往是通过地

方瓦利同哈里发和建筑师的 “民主”协商而进行的。库法的规划和建设形式是边城

建设的典型范例。美国城市历史学家尼扎尔·萨亚德指出：“规划过程似乎是一个非

常民主的过程。”他认为，这种 “民主”式的共建行为缓和了帝国同基层组织和自治

势力之间的矛盾，有利于帝国构建稳定与可持续的统治秩序：“早期的责任分工似乎

阻止了人民和国家之间的任何更进一步的冲突。代表国家权威的军队统帅或总督负

责建立一个基本结构。由部落代表的个体负责塑造其周围的环境。正是这种个体与

国家之间的关系塑造了早期穆斯林城市的形式。”④
第三，推动了宗教秩序与政治秩序的紧密结合。边城的建设和发展普遍以清真

寺和总督府为中心，但由军事指挥官进行管理，帝国在边城内塑造了一个自给自足

的穆斯林社区，并以 “内城”的模式同非阿拉伯人定居的 “外城”相分离。⑤ 菲利

普·希提认为，欧麦尔是阿拉伯帝国 “嘎迪制”的创建者。在大征服前期，掌管地

方军政大权的埃米尔通常身兼所辖区域宗教仪式的领拜人和法官二职。欧麦尔即位

后，曾任命了两位嘎迪分别负责管理大马士革和约旦、霍姆斯和基纳斯林的法律事

务。⑥ 宗教体制的确立推动了帝国官僚系统的完善，同时也对埃米尔的专权构成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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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衡。边城及其宗教体制构建了帝国在被征服地区的统治正当性，进而确立了阿拉

伯文明在中东地区的精神主体性。
第四，演化为当地的政治经济中心。边城通常建在沙漠与农耕区的交界地带以

及战略要地或水陆枢纽，而且后来都成了被征服地区的政治、经济中心。埃及作为

拜占庭帝国的粮仓，是阿拉伯帝国征服拜占庭帝国和北非的战略要地，因此阿姆尔

在巴比伦堡旧址以北建造福斯塔特，就是为了将其作为进攻拜占庭帝国和征服北非

的军事基地。① 得益于重要的地理位置，福斯塔特在建成后就迅速取代了亚历山大

成为埃及的政治经济中心，即使在开罗成为埃及的政治中心后，福斯塔特仍然是埃

及的经济中心，二者并称为埃及的 “共生都城”（symbioticcapitals）。② 为了强调其

作为镇守埃及的边城地位，阿拉伯人亦称之为 “米斯尔”，随着时代的发展， “米斯

尔”逐渐成为现代埃及的国名，“埃及”在阿拉伯语中就是 “米斯尔”。③ 因此，边城

不仅为帝国的地方行政组织构建奠定了地缘基础，更重要的是对阿拉伯文明的辐射

范围乃至现代阿拉伯国家的核心塑造产生了极其深远的影响。

三、“环海边城链”的创建与 “边城体系”的形成

马歇尔·霍奇森将奥斯曼及其之后的阿拉伯历史称为 “伍麦叶哈里发时期”，因

为从644年奥斯曼即位到750年阿拔斯王朝建立前的所有哈里发皆出自伍麦叶家族

（阿里和其子哈桑除外）。④ 这一时期是边城建设的成熟期，随着征服运动的趋缓，
边城的经济和文化职能开始凸显，不仅用于统治和驻军，也用于贸易和传教，这使

得边城的功能因兼具军事、政治、经济和文化职能而愈加体系化，帝国正是将这些

边城的多维功能纳入其治理地方的行政体制并建制化为 “边城体系”，因此这一时期

也是边城体系的形成期。特别是 “环海边城链”的构建，将大半个地中海以一种城

市链的独特形式串联起来，从而对拜占庭帝国乃至欧洲的沿海城邦形成了强有力的

封锁。该城市链萌芽于奥斯曼时期，成熟于伍麦叶王朝，衰落于阿拔斯王朝，为保

卫阿拉伯帝国海疆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但客观上也为后来阿拔斯王朝的衰亡和欧洲

人发动战争留下了伏笔。而在阿拔斯王朝时期，随着伊拉克中心地位的崛起和地中

海战略价值的下降，“环海边城链”的军事职能逐渐被经济和文化职能取代，并与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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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在安纳托利亚和伊拉克构建的内、外两条边城线联结成一条横贯东西的城市带，
为陆上丝绸之路的繁荣和西亚北非城市带的形成带来了深远的影响。

欧麦尔建立的军事边城为帝国的地方行政组织和阿拉伯文明的辐射范围打下了

地缘基础。其影响有四。第一，社会阶层的固化。迪万的设立使阿拉伯人获得了明

确的身份定位，使阿拉伯人不论血统世系皆以信仰来定义其社会身份。① 迪万制不

仅推动了边城组织和官僚体制的成熟和完善，同时也导致作为帝国第一等级的阿拉

伯裔穆斯林逐渐异化为一个独立的特权群体 （部落战士）。但由于欧麦尔时期的财政

和税收制度尚不完善，瓦利通常在军政大权以外还负责监督第三等级的齐米人的贡

金和税赋，甚至还兼顾将税赋分配作军饷的监管工作。② 而对地方军政大权的高度

垄断致使瓦利极易演变为以边城为基础的对中央政府构成威胁的割据力量。③
第二，部落社区的解体。在此之前，边城是以部落战士的所属部落划分住宅区，

从而形成了诸多以部落为单位的社区。但随着征服运动的进行和地方瓦利的崛起，
为了建设以千人为单位的统一兵团，以部落为单位的社区模型被打散，以部落为基

质的认同开始解体。边城的军政制度由此发生了巨大变革，边城政府的组织力和阿

拉伯兵团的凝聚力得到极大的提高：“驻军城市本身也成为了社会变革的中心。在阿

拉比亚亲缘关系和世系社会之外出现了一个社会分层、职业分化和社群组织程度更

高的阿拉伯城市社会，它被非阿拉伯人所同化，形成了一种新型的世界性社区。”④
第三，社会结构的重组。边城的定居化策略打破了阿拉伯人和非阿拉伯人之间

的障碍，使得被征服地区的原住民群体大量涌入边城，其中大部分都皈依了伊斯兰

教并成为第二等级的麦瓦利。随着皈依者数量的迅速增长，麦瓦利逐渐超过阿拉伯

人并成为边城内规模最大的族群，最终融入阿拉伯人并形成了一种带有前伊斯兰时

期释奴色彩的 “食客”（client）群体。作为食客主人的阿拉伯人则成为贵族，而食

客在理论上与贵族属于同一部落，这种变化使二者的关系从前伊斯兰时期的 “奴隶

主—奴隶”式的亲缘关系转变为 “贵族—平民”式的带有阶级性质的政治、经济群

体，例如台米姆部落的贵族就将萨珊王朝的骑兵部队作为食客。⑤ 这种带有阶级色

彩的新型 “恩庇关系”（clientage）使边城的阿拉伯人与麦瓦利之间能够汇成更紧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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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合力，从而对中央政府的统治构成威胁。
第四，文化背景的多元。由于帝国的 “四等人制”赋予了第三等级的齐米人一

定的自治权，使之有权在边城内建造独立城区，其文化因此在城区内得以保留，加

之后期拥有不同文化背景的族群不断涌入边城，阿拉伯文化便在其他文化的冲击下

不再具备主导优势，例如在福斯塔特，拥有建筑和手工艺技术的科普特人、犹太人

不仅成为为阿拉伯人生产奢侈品和建造清真寺的工匠，科普特和犹太教堂的建筑风

格还对阿拉伯人的清真寺产生了巨大的影响。① 文化结构的多元化不仅稀释掉了阿

拉伯文化的主体地位，更是冲淡了阿拉伯人的内部认同，按照阿拉伯帝国的制度设

置，作为帝国最高元首的哈里发同时也是伊斯兰世界的至上领袖，但边城的多元文

化秩序则为作为地方统治者的瓦利与哈里发分庭抗礼提供了新的正当性来源，以叙

利亚为基地的伍麦叶人就是以先知和罗马皇帝继承人的二元身份来构建其独立于正

统哈里发的正当性。②

644年奥斯曼即位开启了伍麦叶家族统治帝国的时代。奥斯曼时期 （644—656）
正处于阿拉伯帝国的疆域从扩张到停滞、中央政府从集权到分权、地方势力从被压

制到崛起、国内矛盾从对外到对内的重要转型期，地方势力在对帝国权力的争夺中

进一步加剧了边城的崛起和分裂。此外必须指出的是，奥斯曼时期帝国的征服运动

虽然不久便因内战而中断，但奥斯曼对东地中海的经略为帝国在后来的近百年间致

力于向地中海扩张奠定了基础。由于伍麦叶人在前伊斯兰时期就从事半岛内外的转

口贸易，因此极其认同以商业经济立国的希腊—罗马帝国的 “海洋秩序”。③ 在奥斯

曼的支持下，统治叙利亚的穆阿维叶和统治埃及的阿卜杜拉·本·赛耳德·本·艾

比·赛尔赫成为第一支阿拉伯海军的缔造者。④ 特别是在攻占了黎凡特、埃及以及

亚历山大等海滨城市后，阿拉伯帝国不仅完成了对拜占庭帝国的经济封锁和战略压

制，而且获得了进攻君士坦丁堡的军事基地。依靠黎凡特、埃及等经济中心提供的

充裕财富以及亚历山大等军事基地生产的战船，阿拉伯人得以接连攻占塞浦路斯、
艾尔瓦德和罗德岛 （Rhodes）等岛屿，并于655年在船桅之役中重创了拜占庭

海军。⑤
随着伍麦叶王朝的建立和政治中心西移至叙利亚的大马士革，这一时期帝国的

扩张特征出现了巨大的变化：由于伍麦叶王朝继承了希腊—罗马帝国的 “海洋帝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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属性，这一时期帝国的重点扩张对象是西部的地中海和拜占庭帝国，因此在横贯东

西的边城体系中，最重要的就是伍麦叶人在环东地中海岸构建的 “环海边城链”。这

条漫长的边城链从上美索不达米亚的马拉提亚延伸至地中海滨的塔尔苏斯以及阿达

纳、摩普绥提亚、马拉什等，这些堡垒城市皆位于军事要道的战略交叉点或峡谷的

隘口处，被称为 “关隘”（al-‘awās.im），这些关隘连成了拱卫叙利亚的内线，与之

相对的是北部的外线，即以托罗斯山脉和前托罗斯山脉为天然分界的边境线，被称

为 “要塞”（al-thughūr）。① 这两条内线和外线将众多星散在环东地中海岸的边城

连接成为一条半环形滨海军城链，进而将安纳托利亚、黎凡特以及整个北非的滨海

低地整体纳入了一个严密的海防体系中，阻断了拜占庭帝国向东、南两个方向进入

中东和北非并获取战略资源的路线，有力地压缩了其在该区的战略空间。
这一时期除了部分前伊斯兰时期遗留的古城以及正统哈里发时期建造的边城外，

阿拉伯人又在西亚和北非地区建造了诸多新的边城，如凯鲁万、瓦西特、拉姆拉等。
依靠新建的海军和 “环海边城链”，伍麦叶王朝后来连续发动了三次进攻君士坦丁堡

的战争，但受制于有限的海军力量而均以失败告终。“环海边城链”将安纳托利亚到

北非的漫长海岸线以多座边城联结在统一的海防体系内，使得帝国的攻守战略极为

灵活，其严密高效的工事能弥补海军薄弱带来的局限，帝国能通过封锁边城链来遏

制拜占庭人对大陆腹地的进攻，如穆阿维叶将沿海的原住民尽数迁往内地，在边城

外的海岸上安置灯塔，在叙利亚到埃及之间构建了严密的工事以保卫大马士革，并

以这种 “海禁”战略击败了拜占庭人对叙利亚和埃及的进攻。② 伴随着帝国海军在

东地中海的进攻，穆萨·本·努赛尔 （640—716）以凯鲁万为基地征服了马格里布

和安达卢斯，进而将西北非的柏柏尔地区和伊比利亚都并入了帝国的版图，伍麦叶

王朝的扩张自此达到了顶峰。
因此，“环海边城链”在中东军事史上是一种极具创造性的战略设置，其创造性

在于，它是由同为海洋民族的伍麦叶人构建的带有海洋帝国色彩的海防军事体系。
该体系由众多位于战略要地的城市构成，而每个城市拥有较高的自治性，因此这些

城市并非帝国的直辖领土，而是呈现为一种开放的、动态的军事基地形式，这些基

地兼具陆海二元性，向外可派遣海军主动攻击，向内可调集陆军收缩防线，在战争

时期可发动军事进攻，在承平时期可实施经济封锁，因此在战略层面有着极强的灵

活性。正是由于这种海防体系带来的全方位、长时期的影响，欧洲诸商业城邦长期

深受来自地中海东、南两个方位的军事和经济封锁，最终被迫于11世纪末为突破阿

拉伯帝国的封锁而发动了数次战争，但在 “环海边城链”的高压封锁下始终未能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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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中东内陆，仅能劫掠个别沿海城市来获取有限资源。① 更重要的是， “环海边城

链”不仅将安纳托利亚、黎凡特以及整个北非的滨海低地纳入一个严密的海防体系，
并通过拱卫叙利亚的两条陆上战线将东地中海战区与美索不达米亚联结了起来，进

而以此向东延伸，将中亚地区的丝路城市也纳入了这条横贯东西的城市网络中，并

呈现出西部军事、东部商业的二元特征，而这条兼具军事和经济职能的城市网络通

过阿拉伯帝国的政治赋予形成了体系化的统治媒介，这就是 “边城体系”。随着 “环
海边城链”的构建，边城体系由此在伍麦叶时期逐渐完善。

但从长远来看，边城体系也为帝国统治带来了一些消极影响。首先，欧麦尔二

世的阿拉伯与非阿拉伯人穆斯林平等政策推动了内地城市的发展。717年欧麦尔二

世即位后，为缓和阿拉伯穆斯林与其他穆斯林族群 （即麦瓦利）之间的矛盾，下令

实施二者相平等的政策，这一政策相当于打破了作为第一等级的阿拉伯穆斯林与第

二等级的麦瓦利之间的界限 （齐米人和奴隶则一直存在），自此麦瓦利摆脱了隶属于

阿拉伯贵族的 “食客”身份，可以像阿拉伯穆斯林那样不受限制地涌入城市，从而

使伊拉克、呼罗珊以及北非的城市得到了迅速的发展。② 其次，欧麦尔二世的改革

取消了阿拉伯穆斯林的特权身份，进而推动了地域性的超血缘族群 （如呼罗珊阿拉

伯人）的崛起。欧麦尔二世的改革破坏了作为帝国精神基础的 “四等人制”，加速了

阿拉伯人与麦瓦利的融合，伍麦叶王朝赖以立国的 “叙利亚阿拉伯人”的正当性由

此被肢解。最后，随着承平时期边城的军事职能被经济和文化职能所取代，众多政

治和宗教派系逐渐兴起并爆发 “阿拔斯革命”。其中最典型的就是什叶派，该派正是

以宗教领袖伊玛目为核心、以库法为基地形成了独立于伍麦叶王朝的自治群体，而

什叶派中最具影响力的分支就是阿里派和阿拔斯派，其中阿拔斯派又通过带有宗教

性质的 “布道”进行宣传，并得到了呼罗珊阿拉伯人和波斯人等地缘性族群的支持，
最终发动了超越族群和城市边际的 “阿拔斯革命”，这场普遍革命的影响远远超出了

以城市为统治基础的伍麦叶王朝的统治范围，使之最终被阿拔斯王朝所取代。

749年10月30日，阿拔斯派伊玛目艾布·阿拔斯·阿卜杜拉在库法宣布建立

阿拔斯王朝，并于750年灭亡伍麦叶王朝。为了摆脱大马士革的伍麦叶人和库法的

什叶派的影响，立国后的阿拔斯人首先与什叶派决裂，而后于762年在底格里斯河

岸新建了一座城市，取名为 “巴格达”，此后，阿拉伯帝国的政治中心从大马士革

（叙利亚）东移至巴格达 （伊拉克）。③ 政治中心的东移，导致帝国的经略重心转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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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以伊拉克为中心的中东大陆，“环海边城链”自此被忽略而走向衰落。伍麦叶时期

为防范拜占庭人而构建的 “要塞”外线也因阿拔斯军事力量的东撤而收缩，仅剩下

从地中海滨的奥拉斯经塔尔苏斯到幼发拉底河的苏梅萨特一线，该线又分为两段，
一段是保卫美索不达米亚东北方向的 “河洲要塞”（al-thughūral-Jazariyyah），另

一段是保卫叙利亚的 “沙姆要塞”（al-thughūral-Sha’miyyah），其中塔尔苏斯扼

守着穿过托罗斯山脉的被称为 “奇里乞亚的门户”的隘口，因此被保留为阿拉伯人

进攻拜占庭帝国的军事基地。① “环海边城链”由此从一种可攻可守、可进可退的动

态军事体系退化为以单纯的被动防御为主的静态国防工事，帝国在巴格达不受威胁

的情况下不再致力于对地中海的扩张，仅仅是授予当地瓦利有限的自主权，在托罗

斯山脉南部防范拜占庭人，以保卫帝国北部边陲的安全。②
为了巩固新王朝的统治，阿拔斯哈里发也修建了一些新城市，以此摆脱前朝地

方势力的影响，例如为了加强对埃及的统治，阿拔斯王朝在福斯塔特的东北部修建

了阿斯卡尔并由帝国驻军驻守，③ 但与伍麦叶时期边城的不同在于，阿拔斯时期的

驻军城市实际上是巴格达的 “卫星城”，而不具有边城那样的自治性，其政治职能高

于军事职能。另外，由于此前规定阿拉伯驻军必须待在边城中，阿拉伯驻军只能依

靠迪万发放的薪俸来生活，而边城之外的农田和草场则被游牧的贝都因部落占领，
但欧麦尔二世的改革以及阿拔斯革命打破了阿拉伯穆斯林与麦瓦利之间的界限，使

得阿拉伯人同样摆脱了 “部落战士”的绑定身份，可以离开边城并在乡村自由定居。
在伊斯法罕、木鹿、尼沙普尔和巴勒赫，阿拉伯驻军利用充裕的资本在乡村买田置

地，并迅速演变为地主和农民；在阿塞拜疆，来自巴士拉和库法的阿拉伯驻军占领

了土地和村庄，并成为大地主；在克尔曼，阿拉伯移民通过开垦荒地成为农民；在

伊拉克，来自巴士拉和库法的部落谢赫成为地主。因此，去军事化的阿拉伯人纷纷

离开边城，从而加剧了边城人口的流失，进一步导致了边城的衰落。④
然而，尽管边城体系的军事职能因阿拔斯王朝政治中心的转移和国家意志的更

易 （即战略重心从对外扩张转向对内统治）而逐渐走向衰落，但由于阿拔斯派在获

得国家权力后为了对抗同为 “圣族”之后的阿里派而与其决裂，并致力于发展经济

和鼓励学术来为阿拔斯哈里发赋予统治的正当性，边城的经济和文化职能由此凸显，
如巴士拉、库法、福斯塔特、雷伊、伊斯法罕、尼沙普尔、凯鲁万等许多边城都发

展为著名的学术中心。
更重要的是，由于阿拉伯帝国的扩张和边城体系的构建将西北非到中亚之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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辽阔地域并入了同一政治体，从而将陆上丝路完整地联结了起来，而边城的城址往

往位于战略地位重要的交通要道，因此承平时期的许多边城在陆上丝路的商贸刺激

下发展为该地区的经济中心，如科尔多瓦、凯鲁万、亚历山大、盖塔伊 （今开罗老

城）、伊斯法罕、木鹿、尼沙普尔、撒马尔罕、玉龙杰赤、布哈拉等。于是，伍麦叶

王朝时期的环地中海边城群与阿拔斯王朝在安纳托利亚和伊拉克构建的内、外两条

边城线联结成一条横贯东西的城市带，这条城市带从马格里布一直延伸至中亚河中

地区，进而以退去了军事职能的边城为节点完整地将陆上丝绸之路从中亚西延至西

北非，这些城市之间既相互合作，又彼此竞争，如阿夫里格王朝的国都卡斯 （今乌

兹别克斯坦贝鲁尼市）和花剌子模首府玉龙杰赤 （今土库曼斯坦库尼亚—乌尔根奇）
均是阿姆河流域的商业重镇，二者为争夺丝路贸易而发生战争，最终阿夫里格王朝

于995年被花剌子模所灭。①
在丝路贸易的刺激下，这些城市的商业经济为地方瓦利或埃米尔提供了重要的

财政收入，从而以边城为基础衍生出众多的地方性政权，如木鹿的塔希尔王朝、撒

马尔罕的萨曼王朝、玉龙杰赤的花剌子模王国等，这些政权为了巩固统治而高度重

视城市的经济和文化建设，一方面通过鼓励丝路贸易来为其提供可维系统治的财政

来源，另一方面通过发展文化事业、培养专职的宗教学者来为其统治提供正当性，
例如塔希尔就曾下令在星期五聚礼的呼图白 （khut.bah）中取消了为哈里发祈祷，

由此昭示了其欲脱离巴格达的野心。② 因此，这些商业和学术城市在丝路贸易的联

结和地方政权的支持下形成了一条横贯亚非大陆的城市带，由此构成了现代中亚、
西亚和北非城市带的雏形，而商旅和学者以沿线城市为基地进行跨境贸易和文化交

流，使得许多城市的经济和学术中心地位一直维持到现代，至今仍是所在国的历史

文化名城。而这条联通东西的城市带也为 “丝绸之路经济带”的构建奠定了地缘

基础。

结  语

“边城体系”是阿拉伯人随着帝国的征服运动在西起马格里布、东至河中地区、
北达安纳托利亚、南到阿拉伯半岛的辽阔地域内建设的军事城市带。该体系缘起于

亚历山大建造的希腊化城市，继承和发展了塞琉古城邦体系、帕提亚自治城市体系

和萨珊王城体系，是一套集政治、军事、经济、文化职能于一体的完整城建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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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阿拉伯帝国的扩张和统治作出了重要的贡献。每座边城都是一个阿拉伯文明的负

载体，它的建立使阿拉伯帝国获得了在中东立足的基地，帝国正是通过这些边城向

中东地区输出阿拉伯文明和伊斯兰秩序，从而确立了帝国在中东地区的政治合法性。
尤为重要的是，横贯东西的边城体系通过边城这一介质将马格里布到河中地区之间的

辽阔地域联结为一个统一而完整的实体，使中东地区首次被完整地纳入了同一古典帝

国的统治范围内。而作为边城体系最重要组成部分的 “环海边城链”更是中东军事史

上的一个创举，它打破了传统的针对东地中海之海洋帝国的对抗逻辑 （即通过军事占

领将所有海洋帝国势力能辐射到的沿海地区置换为帝国直辖领土，以此在军事和经济

上封锁海洋帝国的静态策略），将环地中海区域诸多具有战略价值的边城连接为一条

“珍珠链”式的完整军城体系，体系内的诸边城在秩序上依附于帝国，帝国赋予其自

治权，使得该体系在战争时期和承平时期具有不同的功能，体现了较强的灵活性。
由于边城和边城体系的出现完全服务于阿拉伯帝国的军事征服，这便决定了其

存在的首要意义是军事职能。当对外扩张趋缓和停滞或帝国统治需求发生更易 （如
统治重心的变动）时，帝国便不再为边城提供秩序，边城不再具有正当的存在意义，
其军事职能则被经济、文化等其他职能置换掉，边城由此被还原为普通意义上的城

市。边城是前伊斯兰时期阿拉伯半岛的部落体系在伊斯兰时期同希腊和希腊化世界

的城邦文明与波斯帝国的集权体制融合后的产物，因此边城体系保留了浓厚的阿拉

比亚部落色彩，并以基于部落认同的 “四等人制”为精神基础，这种精神秩序在帝

国的体量和规模尚不大时还能维持阿拉伯人的 “精英军事种姓”身份，但当帝国扩

张为超大规模的政治实体时，用血缘和族属来划分他我和界定贵贱就不再符合普遍

帝国的统治要求了，多族群和多文化的新国情必然会瓦解掉 “四等人制”这一精神

基础，而作为该秩序外化物的边城自然也会随之解体。
经典作家指出，城乡之间的对立和城市的出现是 “随着野蛮向文明的过渡、部

落制度向国家的过渡、地域局限性向民族的过渡而开始的”，进一步巩固了社群的分

工和阶级的分化。① 边城不仅推动了阿拉伯政治组织从贝都因式的部落王国向中东

的古典帝国的转型，而且确立了伊斯兰文明在中东世界的主体地位，更重要的是加

速了阿拉伯人与其他族群的融合，促进了阿拉伯人从血缘性部落向地缘性族群的转

变。而国家所有制和私有制的确立又推动了阿拉伯人的社群分工和阶级分化，边城

的阿拉伯驻军逐渐演变为以帝国薪俸和扩张红利为生的军事贵族 （部落战士），被阿

拉伯化的其他族群 （麦瓦利）则分化为依赖阿拉伯军事贵族的 “食客”或生产者。
城乡对立推动了阶级的分化和城市资本与乡村地产的分离，② 但由于不事生产的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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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德意志意识形态 （节选本）》，第50页。
“城市和乡村的分离还可以看做是资本和地产的分离，看做是资本不依赖于地产而存在

和发展的开始，也就是仅仅以劳动和交换为基础的所有制的开始。”（马克思、恩格斯：
《德意志意识形态 （节选本）》，第50页）



事贵族掌握着帝国的财政特权，使得这些城市精英拥有大量独立于乡村经济的资本，
这些资本在伍麦叶王朝晚期皆用于购置乡村的地产，而这种状况反过来进一步加剧

了帝国的城乡对立，使边城和乡村分别异化为彼此区隔的 “联盟”，导致正统哈里发

国和伍麦叶王朝都是在 “联盟”内部或 “联盟”之间的对立中被瓦解。
边城作为阿拉伯帝国最基础和最重要的统治媒介，使帝国机器得以凭借城市的

完善设施和发达经济对中东地区的乡村社会形成虹吸效应，进而将广阔的乡村社会

吸纳为边城经济圈和帝国秩序圈的组成部分，由此通过经济和文化输出的双重手段

将边城与附近的乡村紧密结合，从而完成对中东地区的阿拉伯化。而阿拔斯王朝建

立后，随着征服运动的停滞和城市经济的恢复，多元化的边城与陆上丝路共生共荣，
从军城转变为经济和学术中心，并通过商业和文化输出将彼此紧密地联系在一起，
由此形成了一条横贯亚非大陆的城市带，而这一城市带就构成了现代中亚、西亚和

北非城市带的雏形，并在丝路贸易带来的财富承载下通过中心城市的经济、文化辐

射将辐射范围内的土地转变为其附属区域，在此基础上形成了早期的国家疆域，从

而为后来向现代民族国家的政治、经济和文化转型创造了历史条件。
综上，以 “环海边城链”为重要载体的西亚北非城市带有力地推动了西亚北非

地区的政治文化整合，并与东方的 “丝绸之路城市带”共同构建了连贯亚非欧大陆

的物质文化交流网络，为 “丝绸之路经济带”的形成奠定了重要的地缘基础。习近平

主席指出，这条经济带打通了东亚、南亚和西亚北非的交通运输网络，覆盖了体量

巨大的人口和规模可观的市场，相关国家和地区须在加强民心相通、增进传统友谊

的前提下提高区域经济循环速度和质量，实现互利共赢，提高国际竞争力。① 中国

通过基建投资和城市建设的全新模式打造连接亚非欧大陆的 “城市发展走廊”，使具

有古朴风韵的丝路古城与边城再度焕发新生，从而改变了传统的全球城市等级结构。
在共建 “一带一路”不断推进的大背景下，通过对 “边城体系”及其意义的探讨，
把握丝路边城发展的脉络，总结丝路边城的历史规律，也在一定程度上能为共建

“一带一路”背景下丝路城市的发展建言献策，提供历史智慧，推动共建 “一带一

路”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责任编辑：于世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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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参见 《习近平谈 “一带一路”》，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8年，第1—5页。



expressingtheChinesespiritinthenewera.

FromConstructionof tothe“Mediterranean Chain”:TheHistoricalOrigins
oftheWANACityBelt HanZhibinandMaZhengrong·164·

Withinthe WestAsiaand North Africa(WANA) Regionliesafaintbut
discernibleSilkRoadurbanbelt.This“Mediterranean Chain”stretchesfromthe
coastalcitiesofNorthAfricatotheshoresofWestAsia,andinsomeinstances,
reachesdeepintoCentralAsia.TheoriginsoftheArabEmpire’sfrontiercities—

—canbetracedtotheHellenisticperiod,influencedbytheurbanformsof
Alexander’scities,Seleucidmilitary-commercialpoleis,Parthianautonomouscities,
andSassanianroyalcapitals.Theemergenceof wascloselytiedtotheArab
Empire’sexpansion,servingasstrategicurbanoutpostsforimperialconquestand
governance.Theirdevelopmentunfoldedintwomajorphases:duringthereignof
Caliph‘Umarandlaterunderthe Umayyad Caliphatefollowingtheruleof
‘Uthmān.Thesecities,supportedbySilkRoadtradenetworksandlocalIslamic
polities,graduallyformedatranscontinentalurbanbeltacrossAsiaandAfrica.This
networkservedasaprototypeforthemoderncitybeltsofCentralAsia,WestAsia,
andNorthAfrica,andmarkstheearlyformationofaSilkRoadurbancivilization.
Merchantsandscholarsusedthesecitiesasbasesforcross-bordertradeandcultural
exchange,helpingmanyofthemtoretaintheirrolesaseconomicandintellectual
hubswellintothemodernera.Today,manyremainprominenthistoricalandcultural
centerswithintheirrespectivecountries.

MonetaryCreationandtheDivergenceofMonetarySystemsbetweenChinaandtheWest
YanHongzhongandZhuangYan·185·

WhilecurrencyhasplayedacriticalroleinthedevelopmentofbothEasternand
Westerncivilizations,itshistoricalsignificancehasbeenespeciallyprofoundinChina.
Theinventionofstate-issuedpapermoneyduringtheSongdynastymarkedthefirst
majordivergenceintheevolutionofmonetarysystemsbetweenChinaandtheWest.
Fromthe mid-Mingdynastyonward,asthestategraduallycededcontrolover
currencyissuance,privateinstitutionstookthelead.Thisshiftgaverisetoa
regionallydifferentiatedmonetarysystemcharacterizedbydiversecurrencyformsand
multilayeredcredithierarchies.Mechanismssuchasbookkeeping,fundtransfers,
write-offs,creditpayments,reconciliation,settlementandinterregionalremittance
enabledaflexiblemoneysupplyanddynamiccreditexpansion.Incontrast,theWest
developedacentralizedbankingsystemthroughagradualtransitionfrombimetallism
tothegoldstandardand,eventually,tofiatcurrencyissuedandmanagedbybanks.
ThistrajectoryformedthebasisforthesecondmajordivergencebetweenChineseand
Westernmonetarysystems.FromtheMingandQingperiodsthroughthemodern
era,China’smonetarydevelopmentandculturehavetogetherfollowedaunique
path.Itshighlymultilayeredcurrencysystem,short-termcreditmechanisms,and
innovationinmonetaryandcreditinstrumentsresultedinafundamentallydifferent
modeofmonetaryevolutionfromthatoftheWest.Examiningthesetwodivergences
offersanewperspectivefordeeplyunderstandingthehistoricaldevelopmentpaths
andcivilizationalcharacteristicsofthetworeg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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